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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建筑文化遗产的“物质性”

“物质性”即客观存在的物质，对于中国
传统建筑而言它包括宫殿、坛庙、寺观、佛
塔、石刻、壁画、园林以及建筑施工图纸、手
稿等文物。古往今来留存下来的各种类型的
建筑文化遗产，五台山的佛光寺大殿、西安
的大雁塔、洛阳的永宁寺塔、正定的隆兴寺
摩尼殿、大同的华严寺大雄宝殿、太原的晋
祠圣母殿、应县的佛宫寺释迦塔等，对研究
和认识古建筑的形式、结构提供了重要的实
物参考，是不可多得的物质文化遗产。

中国传统建筑中的典型代表北京明清
故宫，1987年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是中国宫
殿建筑的集大成者。在贯穿宫殿南北的主轴
线上，从午门到太和门、太和殿、中和殿、保
和殿，再到乾清、交泰、坤宁后三宫建筑，历
史文脉中留存的古代礼制，高低起伏的建筑
布局，纵横交织的空间序列，尽显庄重和威
严。核心建筑及其庭院的设计别具一格，黄
色的琉璃瓦，最高等级重檐庑殿顶，汉白玉
的台基栏杆，檐上各式各样雕刻精美的仙人
走兽，梁枋上金碧辉煌的和玺彩画，门窗上
镶嵌的菱花格纹，丹陛上带有象征寓意的鎏
金铜鼎等，这些繁美的装饰和小品雕塑，都
是中国传统建筑文化遗产的一部分。

人们可以通过参观实景的文物，或通过
网络观看照片、模型或者是影片来领略这些
传统建筑的魅力。随着文旅产业的兴起，传
统建筑的“物质性”又以文化符号的形式深
入人们的生活、娱乐、休闲活动中，得以传承
和发扬。

传统建筑文化遗产的“非物质性”

“非物质性”即不具固有的物质形态，
对于中国传统建筑而言它是指一种营造技
艺，是一种兼具技术性、艺术性、组织性、民
俗性的具有丰富内涵的活动。营造技艺有
设计和建造两个方面的内容，技术与艺术
的结合中蕴含着传统的思想观念，凝聚着
民族文化和时代审美，是存在于传统建筑
中的文化符号。

营造技艺的构成要素包括：营造的组织
与流程；样式、构造、尺寸和材料；手工操作
技巧、工艺；地方文化习俗、民俗活动和仪式
等。如建筑的选址中蕴含的礼制观念，建筑的颜色由于等级不同而选
用的不同色彩，建筑房屋的朝向和进深、面阔的要求，古代尊卑有序
的文化制度，结构尺寸的制度与定额，建筑材料的选取，动工之前的
祭拜礼仪等，一小部分写成了书籍如《考工记》《营造法式》《清式营造
则例》，有一部分建筑则是更多涉及当地的自然环境和气候、生产方
式、风俗习惯，使其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与此相关的营造技艺不仅
依靠资料记载还需要工匠师傅“言传身教”。这种由人以口头或利用
行为方式传授，具有民族历史积淀和广泛、突出代表性的文化遗产，
是历史文化里的“活化石”。它依托于建筑实体而存在，却因能工巧匠
而产生，正如《哲匠录》作者朱启钤所言：之所以编撰它，是因为工匠
是中国古代建筑文化的载体在实施过程当中的主体——立意是文
人，但离开工匠，这个文化载体则无法建构。古代中国人将主要的创
作欲望都倾注在了建筑之营造的巧妙之上，“工巧”成为古代建筑的
最高原则之一。

所以说，工匠才是传统建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核心。中国古代工
匠的社会地位远不如文人、艺术大家等，明初的工匠是世袭服役的，
技艺传承具有强制性，后选用工匠逐渐变为雇佣，这一时期工匠地位
有所提高，但是对于营造技艺的传承却是因谋生而产生的，人们对于
技艺的传承没有在文化层面的重视。随着近现代工业技术的迅速发

展，现代施工技术以及新材料的出现，手工制造的工艺渐被时代所遗
忘。当然这时仍有人为营造技艺的保护和研究作出了努力，在朱启钤
先生的号召下重新编辑整理了《营造法式》，为了解宋工程做法作出
了巨大贡献，也使当时的技术得以保存和传承。梁思成、刘敦桢等人
出版多期《中国营造学社汇刊》，营造学社提出“以匠为师，沟通儒
匠”，肯定了工匠在古建筑修复和研究中发挥的作用，认为工匠与学
者的彼此交流才会使营造技术有更好的发展。

2009年木榫卯技术以“中国传统木结构建筑营造技艺”项目被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历经十余
年，我国对于传统技艺的保护、研究、传播都有了一个很大的提升，香
山帮传统建筑、客家土楼、苏州御窑金砖制作、木拱桥、北京四合院、
石库门里弄建筑等国家级传统营造技艺项目的开展，《“十四五”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规划》的编制，各类弘扬、传承、技术、保护的学术活
动增加，中国传统建筑的保护和营造技艺越来越引发公众关注。通过
数字技术建设的营造技艺三维数据库、模拟AR实景展示，成为营造
技艺知识传播的有效模式。

中国传统建筑“非物质性”文化遗产中的营造技艺，是使中国传
统建筑物质文化遗产如此绚烂辉煌的源泉，其中蕴含着的社会信息、
文化观念、历史思潮，是古人智慧、文化、艺术的集中体现，所谓知其
然也要知其所以然，将营造技艺和建筑结合研究才是了解传统建筑
的正确解读。

“物质性”与“非物质性”的联系

中国传统建筑的“物质性”与“非物质性”总是夹杂在一起，彼此
关联，在研究过程中不可分离讨论。建筑的实体是物质的，而营造技
艺及相关文化习俗是非物质的，将两者结合起来，才是完整的建筑文
化遗产。对于中国传统建筑而言，其木质结构会遭受开裂、糟朽、虫
蛀、战争损毁、自然灾害等威胁，建筑本体一旦受到破坏，如果和其相
关的营造技艺、匠人传承都无处可寻，那么建筑的修复工作将会十分
困难，正如黄鹤楼、滕王阁等经历了多次重建，其原貌已无从查找。但
是如果保存了相关的营造技艺和匠人，建筑的重建和修复才有可能
实现，正如“香山帮”在两千多年历史中逐步发展成为一个以水作（瓦
工）、木作为中心，同时包含石作、油漆、掇山、彩画作、搭材作、裱糊作
等古建筑和园林营造全部工种的工匠群体，修复了南京朝天宫、苏州
太平天国忠王府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因此记录和传承营造技
艺亦是传统建筑保护的要素。“物质”与“非物质”是文化遗产的两种
形态，它们之间往往相互融合，互为表里，彼此印证。

物质文化遗产视野中侧重建筑的形态、材质等，非物质文化遗产
视野中则侧重营造技艺和相关建筑文化。通过建筑实体可以探究营
造技艺，尤其对于只剩物质遗存而技艺消亡的对象，反之，也可通过
技艺来研究建筑。

举个例子，北京传统四合院建筑营造中，将木材外刷油漆是为了
更好地保护木材，而真正施工的技艺是从破坏木材开始的，俗称“砍
净挠白”，即用小斧头对木结构的特定部位进行斜砍，使原本光滑、平
整的木结构表面变得粗糙，有利于后期油灰地仗的黏附，增强其与木
结构之间的黏结强度。这项技艺是从清代开始出现的，明代则不用这
个做法，油漆也不是通常所理解的直接刷在木柱上，而是要通过外加
的地仗（一麻五灰）进行连接，而这一麻五灰的用料配比也要根据气
候环境的不同进行调整。这一系列的营造技艺仅靠单纯研究建筑本
身是无法掌握的，站在建筑的“物质性”上，可以了解为什么传统木构
建筑外要刷漆，而站在建筑的“非物质性”上，可以看到为了保护木结
构应该如何去做。由此可见，传统建筑的“物质性”和“非物质性”不能
分离，只有将二者共同理解，相互考量，才能使中国传统建筑文化遗
产得到更好的保护和传承。

总之，中国传统建筑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见证，是人类文明的重要
载体。对于中国传统建筑遗产，不仅要保护它的物质实体，还要保护
它的营造技艺和营造匠人。当前，我国传统建筑的保护技术标准、传
统工艺、保护材料、技术人才培养等方面仍有很大发展空间。在实践
中，对建筑文化遗产的“物质”和“非物质”的保护和展示，需要探索一
种相互结合的模式，在参观“物质性”的建筑遗产时配有“非物质性”
的解说与讲解，给观众提供一种生动有趣的体验模式；在学科教育
中，将建筑营造技术带入课堂，从物质性和非物质性层面全面了解传
统建筑，使建筑文化遗产真正成为“活态”的文化遗产。

（作者单位：中国文物信息咨询中心）

文化遗产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文明，实现第二个结合方面具有独
特价值。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保
护、纳入全国数字治理体系，成为当前文化遗产保护与
管理的迫切需求。

数字时代的文化遗产保护

在当下，信息技术和数字化技术已经成为文化遗
产保护与管理的重要手段。数字技术为文化遗产的保
存、传承、研究和利用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同时也带来
了一系列的问题与挑战。

文化遗产的数字展示与活化利用。通过虚拟现实、
3D打印等技术对不可移动和可移动文物进行数字化，
以打破时间、空间限制，实现云展览和异地展示。敦煌
研究院经过长期探索与研究，形成了一整套针对不可
移动文物数字化的关键技术和工作流程，积累了超过
300TB的数字资源，为壁画的保护和研究提供了重要数
据支撑，在此基础上开发“数字敦煌”平台，使用VR等
设备帮助观众寻境敦煌。最近郑州市博物馆举办的“丝
绸之路·黄河：长河灵岩”展览，则运用 3D打印技术按
照原大尺寸高精度复原云冈石窟第 12窟，为观众带来
承载千年石窟艺术的视觉盛宴。与形体和数据量较大
的不可移动文物相比，可移动文物的数字化技术运用
则更加成熟、广泛，由其衍生出来的数字藏品、文创、游
戏等数字化产品，早已受到大众的普遍欢迎。故宫博物
院开发有全景故宫、数字文物库、故宫名画记、数字多
宝阁等数字化展览，针对青少年还打造有《皇帝的一
天》APP及《故宫大冒险》等动漫互动游戏，故宫日历、
口红、服饰、摆件等特色文创，走出了故宫特色的文化
遗产保护路径。

数字化技术创新文化遗产保护模式。传统的文化
遗产保护包括修复、保护、研究几个方面。利用数字化
技术对文物碎片进行扫描，基于算法和大模型的训练，
可以实现不同器形的识别，以及器物的拼对与虚拟复
原，再利用 3D打印技术实现器物的修复。在数字摄影
与检测技术的支持下，对壁画、纸质文物等保存现状进
行高精度扫描，利用AI自动识别病害区域，为文化遗产
保护提供技术支撑。值得一提的是，已有团队基于数字
化技术，对甲骨文开展数字缀合，将散落世界各地的甲
骨碎片数字化后进行拼合，极大地推动甲骨文的释读
与研究。近年来，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等单位对箭扣
长城、故宫灵沼轩等的数字化修复，用可视化手段记录
修复的全过程，项目平台上实现了不同修复部位的对
比、3D拆解等，对推动保护理念的创新、遗产本体建造
技术的深入研究等提供了科学支撑。

数字赋能推动文化遗产的传播。文化遗产传播的

传统手段主要有基于文字、图像等形式的报告、图录、报纸等媒介。随
着电子信息技术的普及，人人皆可成为文化遗产的传播者和二次创
作者，传播的媒介也更加丰富，短视频、纪录片、3D影像等逐渐成为主
力。互联网技术也进一步提升了文化遗产传播的速度和范围，历年全
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网络上的关注度持续攀升，其影响也遍及全球，
逐渐成为讲好中国故事、推动文明交流与互鉴的重要窗口。龙门石窟
奉先寺佛首、“文昭皇后礼佛图”等运用三维数字技术，通过“数据聚
合”方式实现流散文物“身首合一、数字复位”的数字化成果，开拓了
海内外流散文物数字化回归新途径。数字化技术为构建全类型、全链
条、全媒体、全方位的宣传传播体系创造可能，让更多文物和文化遗
产活起来，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

文化遗产的数字化治理

数字技术的推广，扩充了文化遗产的内涵，也为文化遗产的保护
与治理带来挑战。

首先，数字化的文化遗产亟需加强保护。基于传统文化遗产衍生
出来的数字遗产，正逐渐成为让文物活起来的新质生产力。基于算
法、大数据模型的数字文化遗产及相关技术的保护、文化遗产数字衍
生品的知识产权隶属等问题，应加强数字文化遗产证书的开发，在法
律层面得到有效保护。随着越来越多的机构和个人参与到数字化文
化遗产的共享和开放存取中来，通过数据开放获取和共享使用等方
式提高数据利用效率和扩大文化传播范围，文化遗产传播领域的数
字安全问题愈加凸显，可以及时引入区块链等新技术，为数据共享和
开放存取提供更加安全可靠的技术保障。

其次，将传统意义上的文化遗产纳入数字社会治理体系。利用数
字中国、文物一张图等的建设，将文化遗产纳入网格化社会治理体
系，建立保护范围电子围挡、明确主体责任，结合国土资源遥感卫星
监测、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监测系统等，提升文化遗产的管理、监测和
保护能力。

再次，在全国文物普查、田野考古管理平台的基础上，建立统一
标准、开放共享的文物数据库平台。基于GIS地理信息系统，搭建三维
数据模型、RTK测绘、低空无人机摄影、遥感卫星影像等数据的数字
化技术在文物普查、田野考古中的运用得到普及，部分考古机构开发
有田野考古发掘数字化管理平台，实现发掘数据的采集、管理与综合
分析，为发掘报告的编写、发掘资料的深化研究提供了便利，但这些
平台多限于单位内部使用，全国性平台的开发有待实施。

最后，推动文物和考古研究资料的数字化。文化遗产的保护、传
播，关键在于研究。大部头的田野考古报告、精美的文物图册，高质量
印刷的初衷是提高出版质量、便于知识的保存和延续，但昂贵的价格
让不少研究者和研究机构望而却步，某些程度上阻碍了其传播与研
究。目前已有基于单位用户开发的数字资源、文物出版数字产品矩
阵、科学文库历史考古书籍的数字化等，开拓了文化遗产领域数字图
书资料传播的新领域。

［作者单位：洛阳职业技术学院 本文系2023年河南省重点研发
与推广专项（软科学研究）《数字治理时代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体系
建设研究》阶段性成果］

在城市化快速发展的进程中，
城市建设的格局和风貌逐渐趋同，

“千城一面”成为普遍现象，产生了
诸多负面影响，尤其体现在缺少对
文化遗产和地域文化保护传承等方
面，既导致城市历史文脉的割裂、人
文和生态环境品质的较低，也难以
满足公众在快节奏生活下的物质和
精神需求，使得城市文化自信、地域
文化认同逐渐弱化，也造成了邻里
关系和社会情感的冷漠，更失去了
公众的“乡愁”寄托和情怀。

从城市的特征和功能而言，城
市空间主要分为私人空间和公共空
间，私人空间服务于公众的个人生
活，具有隐私性，占据城市空间的比
例较少；公共空间是开放、共享的空
间，服务于所有社会公众，广义上包
含了除私人空间外的所有城市空间
类型和区域，工作、游憩和交通等活
动依靠公共空间而开展。换言之，公
共空间是城市空间的主体，不仅承
担着城市的主要功能，承载着城市
的所有活动，记录着城市发展的历
史演变，凝结着城市的文化精华和
集体记忆；同时也是保护弘扬地域
文化、塑造城市特色形象的核心载
体，是维系城市公众的情感、激发公
众文化认同、记住乡愁的重要依托。

对比文化遗产和公共空间的内
涵、功能，两者在支撑城市发展、满
足公众的物质和精神需求等方面具
有相似的作用，存在诸多共性特征。
本文将综合多层次信息，初步探讨
文化遗产和公共空间之间的共性特
征和相互关系，以期为文化遗产事
业、城市发展的共赢提供新的思路，
使社会公众“记得住乡愁”。

空间性

“文化遗产”一词自《保护世界
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公布以来而
逐步被国际社会所接受和普遍应
用，其概念在多年的探讨中不断丰
富，但是核心内涵却得到了明确，即
文化遗产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中
所创造的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财
富，其中文化特质或形式、多重价值
属性、载体或空间、全人类的财富等
特征受到各界认同。在理论研究和
实践工作中，不论是物质文化遗产、
非物质文化遗产，还是文化线路、文
化景观等其他类型，其存在和受到
公众认知均是依托一定的物质载
体，且对其进行保护、展示、利用、传承也需要实体
空间。故而，文化遗产具有的空间属性，也是文化
遗产存在和发展的关键。

广义上讲，城市公共空间包含街道、广场、公
园、商场、公共交通、山林水体等，形式直观且类型
丰富，占据着城市的主体，构成了城市的整体结构
和运行体系。从现实需求和功能定位而言，城市公
共空间即是以公共、开放的空间支撑城市活动的
运作，是一种服务城市发展和社会公众需求的实
体空间。随着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快节奏生活使得
城市居民呈现出住所和工作的“两点一线”，生活
单调乏味，越来越多的公众选择前往广场、公园等
公共空间进行游憩、社交等活动，丰富生活内容，
提升生活品质。如若没有实体的公共空间，公众可
能将失去休闲享受的场所，城市发展也将出现一
系列问题。

综合而论，不论是文化遗产和城市公共空间
的自身，还是延伸的相关活动，均是实体性的，需
要一定的物质空间进行承载。空间性是两者的基
本特征，是城市发展和文化遗产事业不可或缺的
组成部分，能够在现实尺度上发挥功能，为社会公
众提供真实、可视、可进入、可体验、可参与的多重
感受。

公共性

作为全人类共有的“文明财富”，文化遗产是
公共的文化资源，社会公众通过一定的合理途径
能够享受文化遗产的文化、艺术、历史等内涵，比
如参观博物馆、遗址公园、文化公园等。虽然部分
存在限制性条件，但也是为了更好地保护文化遗
产，而非将文化遗产变为私有或非公共资源。同
时，随着文化遗产事业的发展，其在社会公共事业
领域的作用日趋重要，文化遗产旅游、文化产业、
休闲娱乐、创意设计等发展创造了不可忽视的社
会效益；且在社会公众文化提升、城市文化形象、
文化自信和认同等方面的意义更加明显。文化遗
产的公共性是显性的，需要科学把握这一特性，做
好保护传承工作，实现文化遗产在各个领域、多个
层面普惠社会。

城市公共空间的公共性也是显性的，是其存

在的本质意义，以公共空间的资源属性为城市发
展和公众提供共享的环境。城市街道、广场、公园
等不仅能够供社会公众自由进出，享受特色景观
或文化氛围，满足舒适放松和休闲游憩的需求；而
且这些公共空间也展现着城市的生态环境、景观
风貌、历史文化内涵以及具有地域特色的生产生
活模式、习俗，是城市特色形象、文化认同感、集体
记忆、乡愁情怀的集中体现。故而，城市公共空间
的公共性是多重复合的，在物质和非物质层面的
作用是举足轻重的。

文化遗产和城市公共空间的公共性在内涵上
具有较高的一致性，甚至存在本质上的相互关系，
既因公共性而凝结着城市不同时期的历史文化信
息，也因公共性而可以实现共享。两者之于城市和
公众的作用充分体现了公共性的意义。

文化和艺术性

文化遗产作为人类创造的具有文化价值的遗
存，凝聚着人类的智慧结晶，蕴含着历史、文化、艺
术、科学和社会等价值。多层次的价值内涵决定了
文化遗产的本体和表现形式具有突出的文化和艺
术性，尤其体现于遗产本体、环境景观、展示场馆、
导览设施等方面。比如安阳殷墟遗址公园、广州南
越王博物院等，依托文化遗产的历史文化信息和
所在地的地域文化，在遗产本体、场馆、景观、附属
设施等多方面凸显了文化和艺术特点。以可视、可
读、可认知的形式展现，不仅阐释了文化遗产的文
化和艺术价值，甚至成为代表性的文化符号或 IP，
为城市发展提供文化源动力，也为社会公众提供
内涵丰富、品质优越的文化和艺术享受。同时，激
发城市文化自信，增强公众的文化认同感，做到

“记得住乡愁”。
城市公共空间作为城市的主体，其功能是服

务城市发展和社会公众。基于不同时期城市发展
的现实需求变化，公开空间的规划设计历经了多
个发展阶段，在城市运行的基本功能之上得到了
广泛的拓展，涉及生态环境保护、城市景观塑造、
地域文化宣传、公众休闲、集体活动、旅游娱乐等
内容。在城市化发展的背景下，为解决各类问题，
构建城市特色形象，满足公众的现实需求，城市公
共空间的规划设计越来越注重文化和艺术性，以
丰富并提高公共空间的内涵品质。郑州、西安、洛
阳、开封等城市基于城市的发展需求和历史文化，
在城市公共空间的建筑、格局、景观等实体方面进
行了文化艺术的设计和表达，展现了商、汉、隋唐、
宋等古都文化；同时在汉服、文化符号或 IP、公共
活动、节庆习俗等非物质层面也进行了深度展现，
使得公共空间的文化和艺术性日益突出。

对比而言，文化遗产的文化和艺术性是自身
拥有的，是由内而外散发的，城市公共空间的文化
和艺术性是因功能需求而被赋予的，是吸收之后
再现出来的。两者虽有一定的差异，但是在表现形
式、功能目的上是一致的，不仅能够对两者自身进
行良好展示和品质提升，也能够为城市整体和社
会公众提供优秀的文化艺术享受。

余论

关于文化遗产和城市公共空间的共性特征，
包含但不局限于以上三种，在景观性、地域性、多
元性、资源性等方面均有共通之处。随着城市化、
文化遗产事业、公众物质和精神需求的发展，其之
间的要素流通、社会联系逐步紧密，文化遗产需要
城市提供空间和保障条件，城市需要文化遗产的
多重价值和资源，公众作为核心要素则在其中支
出经济成本和获得文化休闲的收益，赋予城市和
文化遗产生命力与活力。故而，为实现城市、文化
遗产、公众等多方的共赢，在理论研究中需要关注
共性特征，探讨其间可能存在的互动关系，进而为
开展现实工作提供一定的思路和支撑。

（作者单位：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城市
考古与保护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 本文系
河南省属科研院所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城市
考古中古代城市遗痕分析——以邓州古城为
例”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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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应天门遗址：文化遗产和城市公共空间的文化艺术表达

广州北京路古道遗址：文化遗产和街道均占据城市
的实体空间


